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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法制习惯调查再探讨

邱志红

［提 要］清末新政期间，为了给编订和审核新法律提供参考和借镜，同时还出于筹备立宪、推进

宪政的需要，清政府自上而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包括民事习惯、商事习惯、诉讼事习惯、地方行

政习惯等在内的法制习惯调查活动。在调查活动中，中央的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地方督抚以及

新型法政人才扮演了不同角色，其作用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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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国内外法学界对民国北洋政府时期民事习惯调查报告资料的整理再版以及先行

研究的开展，特别是一批清末法制习惯调查报告资料陆续浮出水面以后，清末的法制习惯调查逐

渐引起法学界和史学界研究者的兴趣和关注，以清末民事、商事习惯调查为主要内容的法制习惯
调查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特别是法学界研究的热点，相继出现一批从不同角度对清末法制习惯调
查进行考订、论述的论著。①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录副奏折、

宪政编查馆、修订法律馆等卷宗档案文献，从清末新政尤其是预备立宪的历史脉络中，重新梳理
清末法制习惯调查的历史实态，同时结合时人的日记、笔记以及各类公牍文章等史料，探讨新型
法政人才在法制习惯调查中扮演的角色与作用，而这些内容，均是以往研究所尚未重视的。②

一

以改革旧律、制订新律为基本内容的法制改革是清末新政的重要一环，而重视本土法律资
源，进而开展法制习惯调查则是清末新政进入预备立宪阶段后，清政府将修律宗旨由 “参酌各
国法律，悉心考订”③，调整为“参考各国成法，体察中国礼教民情，会通参酌，妥慎修订”④之

后，所进行法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是与宪政改革尤其是法制改革

密切相关的重要机构。

根据光绪三十四年 ( 1908 年) 清政府颁布的宪政编查馆拟定之 《逐年筹备事宜清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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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法制改革的推行进程依次是: 新刑律由修订法律馆、法部在第一年 (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共同修订，第二年 ( 光绪三十五年，1909 年) 由宪政编查馆加以核定，第三年 ( 光绪三十
六年，1910 年) 颁布，第六年 ( 光绪三十九年，1913 年) 实行; 民律、商律、刑事民事诉讼律
等法典由修订法律馆从第一年起编订，第四年 ( 光绪三十七年，1911 年) 由宪政编查馆核定，

第六年颁布，第八年 ( 光绪四十一年，1915 年) 实行。⑤宣统继位后，清政府在各方压力下，缩
短了筹备年限，民律等法典相应提前至宣统三年 ( 1911 年) 颁布，宣统四年 ( 1912 年) 实行。⑥

由此，民律等法典原定 4 年编订、2 年核定的 6 年计划骤然缩减至 4 年。

正是出于审核和编订新法律的需要，以及预备立宪筹备规划的调整，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

馆均注意到开展习惯调查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作为法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习惯调查被提上议
程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 一) 宪政编查馆之法制习惯调查: 统摄地方司法行政各类习惯

清末的法制习惯调查最早是在宪政编查馆系统内展开的。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清末法
制习惯调查肇始于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 1907 年 10 月 22 日) 宪政编查馆大臣奏请于各省
设立调查局的奏折。实际上暂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早在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一日 ( 1907 年 9 月 18

日) 的奏折中，就已提出在 “各行省皆设调查局”的建议，视 “调查国内习惯以资采用”为
“预备立宪之方及施行宪政之序”的八项办法之一。⑦程德全的建议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各省设立
调查局的一个动因。而宪政编查馆诸大臣在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的奏折中对各省设立调查局
的意义作了更具体的阐发，并且强调宪政编查馆在各省设立调查局之模式，乃是仿效德国法制

局，有先例可循; 明确各省调查局实际上归 “本省督抚管理主持”，所得各项调查资料，“呈由
本省督抚咨送”宪政编查馆; 规定各省调查局之调查项目涵盖地方司法、行政两大类，均是为
实行宪政做准备。具体而言，各省调查局设法制科，其第一股负责调查各省民情风俗、地方绅士
办事习惯、民事习惯、商事习惯以及诉讼事习惯; 其第二股负责调查各省督抚权限内之各项单行
法以及行政规章; 其第三股负责调查各省行政上之沿习及其利弊。⑧

宪政编查馆奏请各省设立调查局的提议当日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⑨从而正式拉开清末法制

习惯调查活动的大幕。之后，全国 22 个行省的调查局陆续在各省城设立。西英昭、江兆涛根据
《政治官报》档案分别整理出 16 ( 包括 9 个时间不确) 以及 23 个调查局的开局时间及各自负责
人的情况，⑩并且普遍认为直隶调查局是设立最早的地方调查机构，开办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

时文中亦有《直隶设立调查局之先声》的报道。瑏瑡然而揆诸原始档案，笔者发现，实际上调查局
的数量有 24 个之多，瑏瑢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吉林调查局即已成立。各局的开局、撤局时间以及负
责人的情况也更为复杂，比如江西调查局总办，一般都认为是饶州知府张检担任，实际上由于人

事调动，真正在主办位置上主持工作的是江西试用道江峰青。瑏瑣

到宣统二年 ( 1910 年) 时，最早一批设立调查局的吉林、直隶、广西、安徽等省的法制习
惯调查已基本完成。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 ( 1911 年 4 月 13 日) ，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人以
“财政支绌”、“节省经费”为由，建议将各省调查局裁撤，将调查各省民情风俗、法规利弊之法
制事宜并归各省督抚会议厅参事科办理。瑏瑤各省调查局遵旨相继裁撤，标志着宪政编查馆系统法
制习惯调查的“完美收官”。

总体而言，各省调查局是宪政编查馆系统法制习惯调查的具体组织和执行机构，宪政编查馆

颁布之《各省调查局办事章程》是各省调查局开展法制习惯调查的纲领性文件。各省在设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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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局及开展法制习惯调查的过程中主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其一，由督抚将本省调查局开办情形分别上奏朝廷并咨送宪政编查馆报备。从各省督抚的奏
章中，我们可以了解各省调查局的具体开办情形:

调查局的名称。各省调查局全称为 “某某全省调查总局”或 “某调查局”，瑏瑥文献中亦常看
到“安徽宪政调查局”、“滇省宪政调查局”，或更简略的 “皖省调查局”之类的称谓。各省督
抚一般都将调查局附设在各署衙或地方办事机构内，如广西调查局、新疆调查局、云南调查局
等，一是便于管理，二是节省经费。也有租赁他处的，如湖南调查局、江西调查局。调查局的经
费。包括开办经费和常年经费两大类，直隶调查局由善后局筹拨并 “作正开销”的方式，基本
为其他各省所参考与援引。瑏瑦各省调查局均能注意遴选法政学校毕业的新型法政人才担任调查局
官员。总办方面，如贵州调查局总办贺国昌、湖南调查局总办张启后和四川调查局总办陈汉第
等; 帮办、各科科长、股官等方面，如山西调查局法制科科长赵俨威是日本法政大学学生，法制
股股官刘蕃、龚庆云分别是日本法政大学专科生和进士馆法政毕业生。瑏瑧广东调查局筹办伊始共
有 34 名办事员，其中法政毕业生有 8 名，分别担任法制科、统计科的股员或书记等职务。瑏瑨湖北
调查局、河南调查局还注意对调查人员的培养，分别在各省地方自治局与法政学堂内附设调查员
养成会与养成班。瑏瑩这些具有法政知识的新型法政人才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为清末法制习惯调
查规范化、科学化地顺利开展奠定了人力基础，提供了智识保障。

其二，各省调查局以新型法政人才为依托，以各府厅州县统计处为具体执行机构，及时将调

查进度安排、进展情况向宪政编查馆反馈和报备，有序地展开法制习惯调查。调查程序主要有如
下三个环节:

首先，明确《各省调查局办事章程》所规定之调查项目。以吴兴让为代表的新型法政人才
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吴兴让，字竹林，江苏吴县人，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瑐瑠时任北洋官报总
局《北洋法政学报》主编。吴兴让参与直隶调查局法制调查伊始，瑐瑡便对章程特别是第一股所涉
调查内容进行了法理阐释。他认为，第一股调查的重点要注意从 “政治上之作用”与 “法律上
之标准”双层含义上区分“民情风俗”与 “民事习惯”的异同。因民情风俗调查 “不仅为编订
法典之资料”，同时“与宪政上有种种关系”，他从法律意义上厘定了 “民情风俗”的具体范围，

即“婚姻丧察 ［祭］”和“考语”两大类，“旧日志书所载之民情风俗”则不在调查范围内。瑐瑢吴
兴让还以《北洋法政学报》为媒介，相继发表一系列倡言立宪、法治主张的文章，如 《自治士
绅注意》 ( 1908 年第 87 期) 、 《论急宜定行政诉讼法》 ( 1909 年第 95 期) 、 《调查行政议论》
( 1909 年第 100 期) 、《预备立宪之难易》 ( 1909 年第 104 期) 等，为宣传立宪、法治不遗余力。

其次，制定本省调查局办事章程 ( 细则) ，并报请宪政编查馆审核。各省调查局办事章程
( 细则) 是开展该省法制习惯调查的行动准绳，受各省对总纲领本身的法理解读、拟定者的水平
以及实际法制、行政状况等因素的影响，各省调查局在规定具体的调查项目、调查形式时，体现
出法制习惯调查在各省实际运作的差异。就调查项目而言，各调查局一般都按照三股调查事项拟
定 8 类细目，广东调查局则进一步将 “民情”、“风俗”、“民事习惯”、“商事习惯”分别调查，

并与相关部门分立权限，对盐法、财政、军政以及军政隶八旗等办理专项调查。瑐瑣行文调查与派
员调查相结合是各省调查局普遍采用的调查形式，至于具体调查中以何种形式为主导，各省也不

统一。资料显示，直隶调查局、山东调查局是以派员调查为主，瑐瑤广东调查局则以行文调查为主，

遇有府厅州县调查含混不实或延宕不报时，才会直接派员调查，且细分为 “司局委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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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股员调查”和“特派干员调查”三项。瑐瑥各省调查局订定的调查方式，却大致相似，即: 民
情风俗及民事习惯向民间各处实地调查; 地方绅士习惯向该地官衙绅民调查; 商事习惯向各商会

调查; 诉讼事习惯调查官衙卷宗并访问诉讼当事人; 本省督抚权限内之单行法及行政规章之调

查，或直接派员抄录整理，或由各衙门局所学堂咨送; 本省行政上之沿习及其利弊多调查地方案

卷，并参考该地官绅意见及条陈。凡此种种，显示出各省调查过程中注意采取问卷、征询、实地
观察等搜集信息的方法、技术与自觉意识，已经初具现代社会调查的特征。

再次，按类编纂本省法制习惯报告书，经总办审核定稿后详呈本省督抚，同时咨送宪政编查

馆及修订法律馆。这是宪政编查馆系统内法制习惯调查的最后阶段，也是反映调查成功与否的关
键。各省调查局将拟定并经审核确认的各股调查问题编册分发各府厅州县，实地调查后获得的各
类答案，经过汇总整理，最终编纂成本省法制习惯报告书。因此宪政编查馆系统内的调查资料大
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阶段性成果，即各省调查局根据本省实际情况所编订的各类法制习惯问

题书或清册瑐瑦，目前可见到的直隶调查局 《法制科第一股调查书》瑐瑧，四川调查局 《法制科第一
次调查问题清册》瑐瑨，湖北调查局《法制科第一次调查各目》瑐瑩，湖南调查局 《调查民事习惯各类
问题》、《湖南调查府厅州县行政上之沿习及利弊各类问题》瑑瑠，奉天调查局 《续行调查本省民情
风俗条目》、《续拟调查地方绅士办事习惯条目》、《续拟调查诉讼事习惯条目》、《续拟调查民事
习惯条目》、《续拟调查商事习惯条目》瑑瑡等为此类型报告书; 二是最终成果，即对调查问题答案
的整理汇总。此类报告书又存在两种形态，一种是县级的基层调查报告，如 《( 徽州府) 六县民
情风俗绅士办事习惯报告册》瑑瑢、 《龙游县法制调查报告初编 ( 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习惯) 》瑑瑣、
《藤县民情风俗报告书》瑑瑤等; 另一类是进一步整理的省级调查报告，如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广西
调查民事习惯报告书、广西诉讼事习惯报告书》、《安徽宪政调查局编呈民事习惯答案》瑑瑥等。

宪政编查馆章程第 12 条规定 “本馆调查及编订之件，应随时发刊报告书，或月刊或季刊，

临时酌定”。彭剑认为，宪政编查馆基本上并未展开此项工作。瑑瑦此说其实不确。直隶调查局的调
查报告除制成《直隶调查局法制科第一股调查书》之外，经吴兴让之手，断续在 《北洋法政学
报》上刊登。瑑瑧据其本人记述，直隶调查局的调查报告由于开放给各地学习自治、法律的人发函
索取，以致一度出现“局中印本不敷”的局面。瑑瑨从上述 《四川官报》刊载四川调查局阶段性调
查报告书以及直隶调查局的情况来看，各省调查局对调查报告的编纂、制定、上报和公布直接负
责，实际上替宪政编查馆承担了此项工作。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宪政编查馆的法制习惯调查报
告并非完全被束之高阁，各调查局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源共享或意见交换。
( 二) 修订法律馆之法制习惯调查: 专注民商事习惯

在各省设立宪政调查局进行法制习惯调查的同时，修订法律馆系统的习惯调查也开始启动。

为编纂各项法典而进行习惯调查，是修订法律馆的首要任务之一，被明文写入修订法律馆大臣沈

家本等人于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 1907 年 12 月 18 日) 拟定的《修订法律馆办事章程》中。

该章程规定，修订法律馆分设两科，其中第一科“掌关于民律商律之调查起草”，第二科 “掌关
于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之调查起草”，“馆中修订各律，凡各省习惯有应实地调查者，得随时
派员前往详查”。瑑瑩随着新刑律瑒瑠的出台，修订法律馆的工作重心逐渐转到编纂民律、商律上，因
此，相对于宪政编查馆繁芜、复杂的法制习惯调查内容而言，修订法律馆所进行的习惯调查内容
较为集中，包括民事习惯和商事习惯两部分。

修订法律馆实施习惯调查的方式也与宪政编查馆不同，主要是派调查员前往各地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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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沈家本等奏拟的《咨议调查章程》规定，调查员既可以从修订法律馆馆员中选派，也可以
从通晓法律人士中临时委任，而后者既包括曾在本国或外国法政学堂毕业、现充法政教习的新型
法政人才，也包括熟悉刑律的法律专才。章程同时对调查员的职责和纪律做了规定，一方面由法
律馆视其承办事件之繁简酌给公费，另一方面对于不称职之调查员，修订法律大臣可随时撤换，

以督促调查员恪尽职守，按时保质保量完成调查任务。瑒瑡

修订法律馆首先着手的是商事习惯调查。宣统元年 ( 1909 年) 二月，由法律馆纂修朱汝珍
主持的包括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广东等省份的商事习惯调查启动。瑒瑢修订法律馆专
门制定《法律馆调查各省商习惯 ( 问题) 条例》，分总则、组合及公司、票据、各种营业、船舶
等五部分，就商事习惯调查事项和问题做了具体规定，保证了调查活动有序、有效地开展。瑒瑣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宪政编查馆各省调查局的商事习惯调查之外，苏州等地商会也先于修订

法律馆自行组织了民间性质的商事习惯调查活动。官民之间在对待商事习惯于商事立法重要性问
题上的共同认识，使得修订法律馆的商事习惯调查很大程度上依赖各地商会得以进行，各地商会

也给予了相当配合。苏州商务总会特颁布《订定研究商习惯问题五则》“传知各商界研究”，并
“分类条答，以备法部修律之釆择”。瑒瑤尽管如此，商事习惯调查的实际进展并不顺遂。调查方法
不当是导致调查难行的一个原因。有报道称，朱汝珍在上海调查时，调查员机械地按照拟定好的
习惯问题进行发问，商人根据自身的个体经验做出想当然的回答，这种互动的结果往往导致

“发问者未免隔膜，而受问者亦殊少纸片对策之能事”，调查员与商人之间 “交相为伪”的现象
时有发生。瑒瑥但更重要原因在于法律馆拟定的习惯问题条例本身。该问题条例系以日本商法典为
模本，从篇章体例乃至条文用语，无不大量移植日本商法典的新式法律词汇，反而忽略了本土商

事习惯的特殊性问题，大大影响了本土商事习惯的真实呈现。对此现象，杭州商务总会不无抱怨
地称: “文法全系东洋名词，诘屈聱牙，文理复杂，非但商中十九费解，即未习法政者亦难骤然
索解”。瑒瑦苏州也不例外，在修订法律馆发出调查问卷后的六七个月间，各商会 “答复者仅一二
起”，据称，对法律名词“未易了解”是造成拖延的主要理由。瑒瑧

朱汝珍主持的商事习惯调查历时半年，“博访周咨，究其利病，考察所得，多至数十万言”，

鉴于此，沈家本乐观地认为“于各省商情具知其要。”瑒瑨

在积累了商事习惯调查经验的基础上，宣统二年 ( 1910 年) 正月，以修订法律馆拟定之
《调查民事习惯章程》 ( 10 条) 和 《调查民事习惯问题》 ( 217 条) 为指导和规范的民事调查在
全国范围展开，同时对某些地方商事习惯进行补充调查。在朝野要求缩短预备立宪筹备年限的浪
潮声中，为配合民律、商律在宣统三年颁行的计划，修订法律馆的民商事习惯调查被要求在当年
( 1910 年) 八月底前即将调查结果上报。瑒瑩面对任务繁重、时间紧迫的压力，修订法律馆与负有
协助修订法律馆调查员进行调查之责的各省调查局的依赖关系更加明显。瑓瑠一方面修订法律馆调
查员到达地方开展民商事习惯调查时多依赖该地调查局而成事。如江宁调查局协助修订法律馆将
其调查民事习惯问题分发州县调查，并特别说明与本局遵照宪政馆编订之问题系属两事，要求不

能混为一谈; 瑓瑡陕西、广东两省增补编订的 《民事习惯上中下三编》22 册、《民事习惯第三次报
告书》二函 30 本，甘肃逾期呈交的《民事习惯答复册》1 本，都是在本地调查局的协助下完成
的。瑓瑢另一方面有的调查局在本地民商事习惯调查中还一度发挥了主导作用。如江苏上报修订法
律馆的第二批所属长洲、元和等 10 州县民事习惯清册共计 22 本完全是江苏调查局的调查材
料; 瑓瑣四川根据本省调查局拟定的商事习惯问题，仓促完成川省民事及商事习惯第一次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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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缓解中央政府一再催缴的压力。瑓瑤凡此种种，既显示出清末民商事习惯调查在修订法律馆与宪
政编查馆双系统内从“并行”到“合流”的发展轨迹，瑓瑥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修订法律馆在国
内政局动荡、政府财政拮据及馆员人力不足的情况下进行民商事习惯调查时的仓促和应付。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保存有两本尚未整理完毕的调查报告书手抄稿本，一本题为 《调查江苏
民事习惯报告书》，19 页，朱格纸张，版心下撰 “法律馆”; 另一本题为 《调查湖北民事习惯报
告》，11 页，朱丝栏纸张。两种报告书形态十分接近，均是对修订法律馆民事习惯 “总则”编各
种问题答案的汇总，但不详列问题，仅列“问题一”，或 “问题一至七”等，答案或直接抄录，

或是粘页。同时，《调查江苏民事习惯报告书》有删改 “湖北”为 “江苏”的痕迹，内容到第
三编“债权”第一章“契约”部分结束。《调查湖北民事习惯报告》首页问题答案称 “湖北僧
尼较少，与江苏等省不同”，内容到第二编“物权”第三章“地上权关系”问题一结束。这两本
调查报告书均没有标注时间，也没有《凡例》、《例言》之类的编辑说明，但从内容以及纸张上
推测应是修订法律馆系统的民事习惯调查报告书，且有可能是最原始的形态。从中我们亦可窥见
修订法律馆最后仓促进行民事习惯调查之一斑，令今人无限唏嘘。

二

以上，笔者以一手档案资料为基础，在清末新政的历史脉络中，大致梳理了宪政编查馆和修

订法律馆双系统法制习惯调查的运作模式。概而言之，从调查的内容上看，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
律馆的法制习惯调查共同构成了清末新政法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二者均为清末新政改革以及预备

立宪服务，只是后者的习惯调查集中在民事、商事内容上，是以服务于民商法典编纂事业为目
的，以“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瑓瑦为目标; 而前者作为清政府 “宪政之枢纽”组织的法制习
惯调查，则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出于筹备立宪以及修订法律之资料收集、编制与统计的需要，是
为立宪准备工作的大局服务，因此其调查内容，除了在民事、商事习惯部分与修订法律馆重叠
外，还包括民情风俗、地方绅士办事习惯、诉讼事习惯、地方法规、规章及行政惯例。从调查的
时间上看，是宪政编查馆以设立各省调查局为依托首先发起了法制习惯调查，在河南、福建调查
局最晚设立的宣统元年 ( 1909 年) ，修订法律馆的商事习惯调查才开始启动，并为配合预备立宪
缩短时限后的时间进度，宣统二年 ( 1910 年) 民事习惯调查开展不到数月便仓促完成。从调查
的组织管理上看，宪政编查馆设立各省调查局与修订法律馆派出调查员这两种模式之间，表面上

看“缺乏协调一致，各自为阵”，瑓瑧但实际上二者在民事、商事习惯调查部分基本存在着共同执行
乃至委托执行的情况，特别是为配合提前颁行民律、商律的时间进度，修订法律馆的调查员与各
省调查局之间“商同调查”的合作关系更加密切，既避免了财力、资源的浪费，体现了 “执简
而驭繁”、“事半而功倍”的章程精神，瑓瑨又契合了宪政编查馆与修订法律馆一定程度上 “同质”

的内在理路。瑓瑩

如若考察清末法制习惯调查之于清末新政法制改革之影响，需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必须
承认，清末的法制习惯调查未能对各法典的编纂产生直接影响。受缩短立宪期限的影响，各省法
制习惯调查尤其是修订法律馆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在时间进度安排和对调查结果的整理环节方面都

显得过于仓促和草率，大部分省的习惯调查报告没有按时上交，清政府在尚未对各地习惯进行整

理、吸收、利用之时，便将民法等草案仓促出台，以应对时局。此外，清政府开展法制习惯调查
的主观条件也尚不成熟。清末法制习惯调查的内容是本土的，但其 “调查”概念瑔瑠、调查理念、

921



调查方式、调查问题等都是学自西方，仿照日、德，甚至对待 “习惯”瑔瑡的认识，上至统治者、

立法者，下至参与调查的新型法政人员，及至地方督抚，都不统一。清末法政教育的勃兴，为法
制习惯调查的开展提供了人才保障，但这些新型法政人才除了本身所具备的法律、法政知识外，

还需具备必要的现代社会调查方法和统计学知识，方可应对法制习惯调查这种 “统计型调查”

的挑战。西英昭、张勤、毛蕾、江兆涛等人已经注意到各省调查局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存在着相互
交流经验和人才的情况，但这种交流机制是否在各省实际调查中普及，是否能切实解决实际调查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还有待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揭示。实际上各调查局中都有一些所谓 “通达治
理”的道府官吏人员充斥其间，滥竽充数。瑔瑢主持管理广东调查局有年的两广总督张人骏，在担
任两江总督后仍在电询宪政编查馆 《各省调查局章程》中 “掌调查督抚权限内之单行法及行政
规章”一语应如何解释。瑔瑣江宁调查局开办近三年后，各州县对于调查事项还多属茫然，答非所
问。瑔瑤凡此种种，均显示出法制习惯调查实际中存在着拟定调查问题条目一味移植日本等外国法
典，实地调查经验缺乏等现实问题，加之清政府立法者在编纂法典时如何采纳习惯也存在着技术

上的实际困难，等等，致使所调查之习惯在编纂的民法法典中未有明显和直接的体现，恰如民国

法律家江庸批评清末《大清民律草案》“多继受外国法，于本国固有法源，未甚措意”。瑔瑥

另一方面，清末法制习惯调查的积极意义却不可忽视。首先，在宪政编查馆和修订法律馆的
共同不懈努力下，清末法制习惯调查最终收获了大量的习惯调查资料报告书，仅就民事、商事习
惯调查报告资料论，据民国北洋政府的统计，清末的报告书达 887 册，远远高于民国时期民商事
习惯调查时所得 72 册报告书的数量，瑔瑦这还不包括各种民情风俗、绅士办事习惯、诉讼事习惯等
报告书在内。所以从调查活动本身而言，清末的法制习惯调查，可谓成绩斐然。其次，从法律层
面上观察，清末法制习惯调查，尤其是民事、商事、诉讼事习惯调查，在 “修明法典”方面收
效甚微，但就习惯调查整体而论，在 “整齐政俗”方面颇积累了相当经验。尤其是地方督抚管
理主持各省调查局工作，将民情风俗、地方绅士办事习惯、督抚权限内各项单行法规及行政规
章、省行政上之沿习及其利弊等调查，视为各自推行地方自治运作的实践内容，客观上有利于清
政府对于国情的掌握，既为革新政治、改良行政、编制法规以及推进宪政等提供了有价值的重要
参考，亦成为考察并提升地方自治能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最后，清末民事商事习惯调查运动的展
开，对促进政府采集、认知本土法律资源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大清民律草案》第 1 条明
文规定: “民事本律所未规定者，依习惯法; 无习惯法者，依法理。”瑔瑧其对习惯地位的规定也被
民国政府制定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法典所继承。瑔瑨立法者在立法理念、立法方针上对习惯的重视，

较之立法实践或立法事实方面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似乎要更为深远。

①日本学界以中村哲夫、岛田正郎、滋贺秀三、西英

昭等人的研究为代表，国内学界以胡旭晟、眭鸿明、

江兆涛、刘广安、俞江等为代表。

② 程燎原《清末法政人的世界》一书中有一小节的

内容涉及“法政人参与调查局”问题，惜未深入展

开。参见程燎原: 《清末法政人的世界》，北京: 法律

出版社，2003 年，第 256 ～ 257 页。

③“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内阁奉上谕”，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编: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28 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95 页。

④“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五日清政府谕令修律大臣沈

家本等人”，《清实录·德宗实录》，第 59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7 年，第 661 页。

⑤《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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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 ( 附清单) 》，故宫博物院明清

档案部编: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

中华书局，1979 年，第 61 ～ 67 页。

⑥《呈遵拟修正逐年筹备事宜清单加具按语》，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 － 01 － 02 －

0112 － 009; 《呈遵拟修正议院未开以前逐年筹备事宜

清单》，宫中朱批奏折，档号 04 － 01 － 02 － 0112 －

010。

⑦《暂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陈预备立宪之方及施行

宪政之序办法八条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

册，第 255 ～ 256 页。

⑧《宪政编查馆奏请饬令各省设立调查局并拟呈办事

章程折 ( 附片并清单) 》，上海: 《东方杂志》，1908

年第 5 卷第 1 期。

⑨《令各省设立调查局各部院设统计处谕》，《清末筹

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 52 ～ 53 页。

⑩ 西英昭: 《清末·民国时期的习惯调查和〈民商事

习惯调查报告录〉》，中国法律史学会编: 《中国文化

与法治》，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第

392 ～ 393 页; 江兆涛: 《习惯调查与晚清法制改革》，

载刘广安: 《晚清法制改革的规律性探索》，北京: 中

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284 ～ 285 页。

瑏瑡《直隶设立调查局之先声》，广州: 《广东地方自治

研究录》，1908 年第 1 期。

瑏瑢江苏设立调查局的情况较复杂，目前可知分设有江

宁调查局与江苏调查局两个调查局。这与清代江苏省

分为苏、宁二属，两江总督驻江宁 ( 南京) ，江苏巡

抚驻苏州的建置沿革有关。同时《东方杂志》19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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